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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王国的构建: 语言的
超越与超越的语言

——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张　杰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和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是构成原苏联符号学王

国的两根重要理论支柱, 其理论影响引起了我国文艺学界和符号学界的普遍关注, 但

至今还主要是对他们理论的分别研究, 尚未比较他们之间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

本文则力图比较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探索他们如何从语言学和超语

言学的不同途径, 共同走向社会文化系统研究; 揭示他们怎样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

式, 构建多元共生的批评模式, 从而指出他们对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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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国际符号学研究的地图, 俯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原苏联文艺符号学发展的版图, 我们

不难发现, 这一庞大的符号学王国完全可以与西方的符号学帝国相媲美, 它是由两根重要的理

论支柱构架而成的。他们就是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巴赫金 (1895- 1975)的社会符号学

和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 (1922- 1993)的结构文艺符号学。20 世纪原苏联的这两位著

名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的学术成就早已跨越了原苏联本土的疆界, 对西方乃至世界的文艺

学界和符号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十几年来, 我国理论界对巴赫金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分别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探讨, 北

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曾两次撰文分析了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构成, 东南大学的凌继尧教授、北

京大学的孙静云教授等都曾专门论述过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撩开了

原苏联符号学王国的神秘面纱。然而, 与我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相比较, 特别

是对以索绪尔、皮尔士等为代表的符号学体系的研究而言, 我们的研究又显得十分不足, 我们

既缺乏对这一符号学王国构成的系统研究, 更缺乏对他们之间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其实, 深

入探索和比较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理论本身, 而且还能够

为我们提供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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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的途径: 语言学与超语言学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与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尽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造上呈

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 但是他们都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可以

说, 前者主要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后者则更多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借鉴并

把它运用于艺术符号体系的研究。他们都是在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学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符

号研究体系的, 只不过所走的途径不同。

我们知道, 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特征, 是一种“一分为二, 强调一

点”研究方法。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 强调内部语言学; 又把内部语言

学分成共时性语言学与历时性语言学, 注重共时性语言学; 接着将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分为语

言与言语两个方面, 突出语言研究等等。显然, 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体系的内部关系研究, 而相

对忽视言语的研究。

巴赫金敏锐地察觉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这一特点, 并对这位瑞士语言学家的理论提出

了挑战, 从而把自己的语言学对象主要确定在言语上, 即不像一般语言学以研究句法、词法等

系统性特征为目标, 而是研究在社会交往中, 具体语境中活生生的对话人的言语特征。巴赫金

的这种以研究言语为特征的语言学, 走的是超越规则、体系的另一条研究途径, 因此也被称为

“超语言学”。

在远古时代, 当人类语言还处在孩提时代时, 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 在氏族社会的村落中,

人们在祭祀和巫术活动中经常要念诵大量的歌谣与咒语。这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语言, 它发自

每一个念咒语者的虔诚的心, 但几乎没有一个念咒语者能够明确阐释这种语言的真正涵义。这

其实是一种莫名其妙, 含糊不清的混沌语言。对于这些念嘤或祭祀者来说, 重要的并不是歌谣

或魔咒的意义, 不是这种模糊“语言”的逻辑, 更不是所谓概念和语法, 而是抑扬的诵调、跌宕的

节奏, 饱满的情绪和神秘的氛围,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幻觉、联想和意象。一句话, 关键在于“语

境”, 而不是“逻辑”或“规则”。正是这种“语境”能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使人感到语言的神力或

魅力。

当然, 并不是说这种原始的语言就不具备意义和逻辑了, 只是这种意义和逻辑已经与原生

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了,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加以分析, 它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特作用。这可以说

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混杂。语言在这种状态下不知持续发展了多少万年。随着

科学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特别是从亚里斯多德起,“逻辑学”的萌发与形成, 人类逐渐掌握了“归

纳”、“推理”、“演绎”与“分析”等思维方式, 开始一步一步摆脱了原始的混沌, 语言也由此渐渐

从原始状态中走出。这样, 语言符号的研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途径: 一是以研究“语境”和“言

语”为主的话语学研究; 一是以研究“规则”和“体系”为主的语言学研究。

面对这两种语言符号研究的途径, 洛特曼走的显然是语言学的研究途径, 努力从艺术语言

符号的整体结构上去把握艺术现象, 找到一种结构艺术作品的体系与模式。巴赫金显然走的是

另外一条路, 他的话语学研究侧重的是, 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对话语境以及因此产生的氛围。

如果说洛特曼试图用语言学的体系去框架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 而巴赫金则力图超越语

言学的“牢笼”, 进行超语言学的话语研究。所谓超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和‘文化’或‘语言

行为’这样一些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1 ] (p. 213)

洛特曼作为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继承者, 沿着语言学研究的道路走下去, 从运用语言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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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方法分析文学现象的体系性与结构性, 到把这一研究方法推广到去探讨整个文化体系。在

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那里, 科学性、确定性、系统性是最主要的特征。然而, 巴赫金却是作

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者, 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语话分析中, 对话性、不确定性

和未完成性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洛特曼的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符号学, 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

学是运用语言体系研究来构建的; 巴赫金的符号学是社会学的符号学,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是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对话探讨来确立的。

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艺批评更强调“神韵”、“风骨”和“意境”的缘故, 巴赫金的话

语批评在中国更受到关注。其实在俄罗斯, 洛特曼与巴赫金是并驾齐驱的两位理论家, 洛特曼

学说的影响并不比巴赫金逊色。

二、殊途同归: 走向社会文化系统

当代俄罗斯著名洛特曼研究专家鲍·费·叶戈罗夫在 1999 年莫斯科新文学观察出版社

出版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中, 专门就巴赫金与洛特曼之间的关系写了一章,

揭示了他们在符号学研究中学术观点的异同。[2 ]

尽管洛特曼一直非常尊重巴赫金, 但是巴赫金作为年长洛特曼一辈的学者, 在一开始就非

常冷淡地对待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这并非是因为巴赫金本人凭借自己在文艺学界的声望而

看不起初出茅庐的洛特曼, 而主要原因在于, 洛特曼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继承者,

其文艺符号学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传统的延续。巴赫金则早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出版了《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 猛烈地批判了文艺学中的俄国形

式主义, 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语词符号的理论主张。

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在最早出版的两本论文集中, 就把词的意义与语音外壳相分离, 只

强调后者的作用, 把词语看成是“无意义”的, 把词的构造和作品结构仅仅归结为纯语音学的物

理现象和纯语言学的语法现象。巴赫金认为, 任何词语和符号都是社会行为, 虽然它们也是单

个的音、发音和视觉的综合体, 但同时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倘若没有社会历史具体环境中的

交际活动, 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巴赫金指出,“语言是社会评价的体系。”[3 ] (p. 166)

胡壮麟教授在《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中, 曾总结过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 即巴赫金所论

述的符号的独特性有四点: 1) 物质性: 符号是有物质基础的, 即以物示物, 由此产生意义; 2) 历

史性: 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 都与所处的时代有关; 3)社会性: 只有在两个个体社会地组织起来

的集体中, 个体之间才会形成符号环境; 4) 意识形态性: 当形象转化为象征后, 构成意识形

态。[4 ]巴赫金的这一符号学思想一方面确立了以对话为核心的语言学理论, 另一方面又从根本

上否定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符号理论。

相比较而言, 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除了还保留对符号的物质性特征探讨以外, 则较少

涉及符号的符号系统之外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洛特曼虽然也像俄国形式主义彼得

堡诗歌语言研究会那样, 重视文学史的研究, 常常从文学发展史中寻找材料来说明问题, 比如

他对普希金和卡拉姆辛等作家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但是由于洛特曼是一位形式主义符号学家,

他更多地还是把这些材料置于文学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中来谈论的。洛特曼要揭示的是艺术

符号与符号之间结构的规律性。

应该说, 洛特曼及其同事们已经注意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局限, 他们对彼得堡学派的继承

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批判继承。他们一方面在用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摆脱传统的纯认识论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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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方法, 另一方面又在竭力避免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免重新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洛特曼

把“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知觉”作为一个系统提出来, 克服了一定的片面性, 揭示了艺术

符号作为交际系统的特征。然而, 由于洛特曼封闭于艺术符号的语言体系研究, 并且 在很大程

度上夸大了这一体系研究的作用, 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局限性。

一个艺术本文在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实现着艺术信息的传递, 这时它应该包含

着两个方面, 即艺术信息和艺术语言。前者是艺术本文要向信息接受者传递的内容, 后者则是

实现这种信息传递的机制。尽管信息传递的机制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洛特曼的艺术符合学

只局限于艺术语言机制的研究又是很不够的。没有艺术信息的语言传递机制是毫无疑义的。洛

特曼把自己的研究囿于语言体系之内, 而基本上不去探讨艺术信息的来源, 不去研究艺术信息

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这显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老路上去。

显然, 洛特曼从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到继承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 走的是一

条体系化形式分析的道路; 巴赫金从批判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到反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

评传统, 走的是一条非体系化的社会批评道路。

不过, 这两条不同的符号学研究途径最终又在文化转向和系统化两个方面交汇到了一起,

真可谓是殊途同归。巴赫金对洛特曼理论的冷漠, 其实主要是针对洛特曼早期的理论而言的,

也就是《结构诗学讲义》(1964) 和《艺术本文的结构》(1970) 等著作。巴赫金于 1975 年就去世

了, 因此他不可能看到洛特曼及其领导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由结构文艺符号学向社会文化符号

学的转向。然而, 正是这一文化转向使得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向巴赫金理论靠拢。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莫斯科出版了代表洛特曼及其领导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

最新研究成果的一套《语言·符号·文化》丛书。该书主要包括了《洛特曼和塔尔图—莫斯科符

号学派》、《乌斯宾斯基选集第 1 卷·历史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乌斯宾斯基选集第 2 卷·语

言与文化》、乌斯宾斯基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史概要 (11- 19 世纪)》、托波罗夫的《俄罗斯宗教

文化中的神秘性和圣徒》、雅可夫列娃的《世界的俄罗斯语言图画片断 (空间、时间和接受模

式)》等学术专著。这套书充分反映了该学派这些年来的主要发展特征, 即由对语言符号体系的

研究, 转向文化符号体系研究。

80 年代后期以来,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已从运用语言学方法探讨非语言学客体, 转向研

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符号体系。他们关心的是符号研究的客体体系, 即现实的文化符号结

构。他们一般不去讨论抽象的符号分析方法论。从后来出版的该学派的主要著作中来看, 宗教

符号研究的比重在加大。这不仅表现在对宗教符号本身的研究上, 而且更主要地反映在用宗教

思维去看待艺术符号。

从系统化的方面来说, 洛特曼又发展了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洛特曼强调, 一个系统

内部各个部分意义的相加要小于整个系统的意义。他甚至后来还婉转地修正了巴赫金理论中

的对话概念。洛特曼指出, 巴赫金关于对话的概念有些含混不清。他认为, 对话其实是一种新

信息的再生机制, 也就是对话所产生的信息量大于两个话语意义的相加。

因此, 巴赫金与洛特曼分别从对形式主义传统的继承或批判, 从语言的超越 (言语研究)或

超越的语言 (语言研究)这两条不同的途径走向了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道路上来。这两根原苏

联符号学的理论支柱交汇在一起, 构建起了原苏联符号学的理论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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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论的启示: 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

其实, 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理论贡献已经越出了符号学研究的范围, 他们分别从体系的外部

(言语)和内部 (语言) , 突破了传统的批评思维模式, 对我们的文学批评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

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特别是给予了我们以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

长期以来, 研究者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固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分析问题。虽然现在

文艺工作者们早已不再沿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模式来庸俗化地看待文学批评流派

的对峙, 不再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来简单地区分人物形象的类别。但是, 文学的研究在根本

上并未摆脱二元对立模式的限制, 例如, 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对立, 语言与言语的对

立等等。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语言与言语的对立模式, 但仍然把自己的语言表征危机等基本观

点, 建立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解构主义语言观之

间形成了明显的二元对立。新历史主义的确立也是首先指出了旧历史主义的贫困, 强调文学创

作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间的矛盾。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论述的表层意义

上, 还是在研究观念和思维方面, 都明显地反映在原苏联和西方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之中。

应该说,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各种批评理论流派中的反应还仅仅是表层的, 更深层的反

应最集中地表现在批评思维的范式上。理论界随着研究由认识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的转向,

思维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也基本上是在逻辑学思维范式与现象学思维范式的二元对

立之间来回摆动的。在 20 世纪上半期以前, 西方文学批评所自觉运用的研究思维范式主要是

逻辑学范式。其主要特征就是寻找研究对象间的共同点, 通过归纳、论证、演绎, 从而寻找到它

们中间的某种确定的因素, 进一步指出对象的本质。到了 20 世纪上半期, 当胡塞尔建立了现象

学理论后, 西方文论已不满足于用逻辑学思维范式来分析文艺现象, 开始探索用新的现象学思

维范式来解构逻辑学思维范式。这一新的研究思维范式并不过分注重由逻辑推理得出的研究

结果, 却更注意探讨和感受过程本身, 它不努力揭示复杂现象间的共性, 而是区分出他们之间

的差异、个性, 从而探讨这些现象间的非规律性和偶然性。然而, 到了 20 世纪下半期, 学术界在

经历过一场思维范式转换之后, 不少学者又开始重新审视范式转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即研究

走进了语言符号游戏的怪圈。这一审视又使研究转向了新的逻辑学思维范式, 进入到人文科学

研究的大文化之中。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 这一思维模

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研究, 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来不一定对立的概念相互

对立起来, 甚至在考虑问题时也很容易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思考。其实, 无论是文学的内部研究

与外部研究, 还是逻辑学思维范式与现象学思维范式, 都可以是相互共存的, 并且应该是共生

互补的, 不存在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洛特曼及其同事们在构建结构艺术符号学理论时, 主要采取的是体系化的研究方法并以

此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推动了批评思维模式向多元共生的转移。洛特曼首先把艺术放

置到大文化系统中去考察, 把它看作是一种与科学模式、道德模式、宗教模式、哲学模式、游戏

模式等并存共生的独特模式, 在横向的比较中见出艺术创作的独特因素。然后, 他又将艺术当

作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 认识与交际双重功能并存。从艺术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来

看, 艺术具有认识功能; 从艺术作品与读者的联系来看, 它又具有交际功能。这两种功能的交织

便规定了艺术作品符号系统的特征。在艺术作品中, 内容与形式又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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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融为一体的, 二者共存于同一结构之中⋯⋯”[5 ] (p. 48)

洛特曼还认为, 在艺术这个系统中, 艺术创作、艺术本文和艺术知觉三者是相互依存, 共生

于一个整体之中的。他特别重视艺术本文系统的研究。在洛特曼那里, 艺术本文是相对于非艺

术本文存在的, 艺术符号是在与非艺术符号比较中见出自己特征的, 词语符号与非词语符号共

生, 各类艺术形式平等共存等等。

显然, 洛特曼在注意区分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特征时, 更强调他们间的相互联系, 重视系

统性。洛特曼明确指出, 系统大于个体相加的总和, 甚至如若没有系统, 个体也就无法存在, 或

失去存在的意义。洛特曼的批评思维模式的多元共生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与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既存在着相似之处, 又有着不同之处, 甚

至可以说相似之处有不同, 不同之处有相同。具体说来, 巴赫金与洛特曼都十分注重“关系”的

研究,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只不过洛特曼注重的是艺术符号体系 (语言)内部的符号与符号之间

的关系, 而巴赫金重视的则是体系之外的言语与言语之间的密切联系, 也就是艺术话语与话语

之间的对话关系。

可以说, 洛特曼主要是从体系化的语言研究来推动思维模式的转换的, 而巴赫金则更主要

是从非体系化的言语研究或曰对话研究来实现多元共生的批评探索的。巴赫金关注的是社会

生活中活生生的话语, 努力走出体系的限制, 把空间的静态分析与历史的动态分析融合起来,

把本文的形式研究与文化的语境研究联系起来。巴赫金凭借着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了

解, 探索的是一条把中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结合起来的语境批评途径。[6 ] (pp. 71- 72)

从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传统来看, 特别是从 20 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来考

察, 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批评流派, 无论他们各自的理论主张有多大的差异, 研究所择取的角

度有多么的不同, 但是他们的文艺探索大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 即以解决文艺创作和研究

中的主要矛盾为着眼点, 或是以作者为中心, 或是以文本为中心, 或者干脆脱离作者与作品以

读者为中心。这种研究往往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清晰性, 但又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 在认识方法上往往强调对认识对象的总

体印象、感悟、领会, 而不太注意对事物局部的精确把握。因此, 我们又可以把中国传统文艺批

评称为是经验式批评,“整体式”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就是从作者到作品, 再到读者 (作品的社

会效应)的一揽子考察。在具体分析文艺作品时, 往往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探讨, 以求

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比如,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中,“神韵”、“意境”、“风骨”常常是我们衡

量一个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方面。

如果把中西方文论的研究做一个比较, 在我们看来, 也许用中医和西医的特点来加以区分

是最合适不过的。中医强调“整体的把握”, 如“神”、“气”等, 而西医则习惯于“局部的解剖”, 哪

里有问题就用手术刀割开哪里。前者多半凭经验, 后者主要靠科学。

巴赫金努力汲取中西方文艺批评传统的长处, 通过对话语境分析, 把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

“整体性”与西方文艺批评的“科学性”结合起来, 试图发掘出艺术本文意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

和未完成性, 探索出一条更加能够揭示艺术特性的批评途径。

巴赫金与洛特曼不仅分别代表着原苏联符号学研究的两条途径, 而且反映着文学和语言

符号学研究的两种不同方向。前者是从体系外部的动态研究摆脱了体系的束缚, 后者是从体系

内部的静态研究超越了体系。这两种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为 21 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展

示了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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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kh t in’s socia l sem io t ics and L o tm an’s st ructu ra l litera l sem io t ics are tw o impo r2
tan t m ain stays of the rea lm of sem io t ics in fo rm er Soviet U n ion. T he influence of their theo2
ries has already gone beyond the bo rder of their mo therland and started to catch at ten t ion of

litera tu re and art circles and sem io t ics circles in ou r coun try. How ever, ou r studies m ain ly

concen tra ted on their theo ries respect ively, leaving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theo ries character2
ist ics and m ethodo logy featu res un touched. T h is thesis a im s to compare the research m ethods

of Bakh t in and L o tm an’s theo ries and p robe in to how they together m ade fo r the study of so2
cia l cu ltu re system s th rough the differen t w ays of lingu ist ics and m eta lingu ist ics. It reveals

the w ay they bu ilt the new crit ica l pat tern via a sh if t from dualism to p lu ra lism. A cco rd ingly,

the thesis po in ts ou t their con tribu t ion s to the sem io t ics and the w ho le socia l hum an it ie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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